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网络形成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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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产业共生网络是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的核心任务。基于历史文献，系统梳理影响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驱动因子和障碍因子，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因子分析法试图探寻其中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技术与资源、企业认知与能力、政策制度、合作氛围、环境意识与效益六方面，其中，经济因素、技术与资源因素是影响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严厉的控制型政策相比激励型政策对驱动企业实施共生项目更为有效；企业认知与能力是共生项目开展的重要阻碍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更好地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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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Emergence in Eco-industrial Parks
Lu Shengpeng1, Li Xueqin1, Liu Guangfu2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ISN) is the core task of establishing an eco-industrial park. The paper summarizes driving factors and obstacle factors which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ISN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ries to discover key factor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luence factors can be summarized as six areas including economy,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corporate knowledge and abilit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ooperative atmospher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ffectiveness. Among them, economic,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factors a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SN formation;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drive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symbiotic projects by rigorous controlling policies compared to incentive-based supportive policies; enterprise cognition and ability are important hindrances to develop symbiotic project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order to develop I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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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是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动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发展产业共生网络，则是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的核心任务[1]。自1989年Frosch等[2]探讨工业生态系统理念和丹麦卡伦堡产业共生经验后，产业共生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所谓产业共生，是指通过废弃的物质、能源、水及其他副产品的交换，使传统分离的企业或其他组织按照合作的方式运作，以获取竞争优势，其关键是合作和地理相邻性所带来的协同可能性[3]。自2005年起，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批准命名或批准建设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达到93个，地方各级政府也正积极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然而，尽管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在全球广泛展开，但大量产业共生项目却以失败告终，很多企业对利用废弃物缺乏积极性，严重制约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3-4]。为避免生态工业园区出现“循环”但不“经济”、政府热情高而企业反应冷谈等问题，迫切需要探讨影响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问题。
产业共生网络，也被称为废弃物资源化网络、区域资源协同网络、工业生态系统等，目前一些学者从概念与效益、形成机理、结构与建模等方面对其展开研究[3,5]。针对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Yedla等[6]、Sakr等[7]从经济与金融、技术、信息、组织与战略、社会、政治与制度等方面展开了分析；也有学者针对特定的影响因素，如鲁圣鹏[5]从园区核心企业、Andreas等[8]从利益相关者力量研究其对网络形成的影响；Anne等[9]认为地理邻近性和信任是网络形成的关键；Wang等[10]研究了制度能力包括人际关系、知识和调动性与识别共生机会的相关性问题；Salmi等[11]分析废弃物管理政策、环境规制等对网络形成的影响。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基于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经验，或者针对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分析其对网络形成的影响。产业共生网络是由大量企业通过废弃物交换所形成的区域协同网络，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将能更好地把握企业开展共生项目的意图。为此，本文拟分析影响共生网络形成的驱动与障碍因素，探寻其中的关键因素，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实施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推动生态工业园区发展。
2   研究设计

探讨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需明确产业共生建立的基础条件，然而该条件仅是必要条件，共生网络形成还受着诸多因素的作用。
2.1 产业共生项目形成基础条件分析
按照Frosch等[2]的解释，产业共生本质上是使一个工业过程的废弃物（含副产品）能作为另一过程的原材料，如果这两个“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则交换行为较易实现，然而，绝大多数废弃物交换发生在不同企业之间，如何实现产业共生就成为企业、政府面临的难题。尽管Chertow[3]认为废弃物交换的关键是企业间的合作，然而Lombardi等[12]根据英国国家产业共生项目（NISP）的经验指出，共生网络中成员的合作同其他合作方式一样，都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因此，废弃物的交换过程与一般商品的交易过程相似，双方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但是废弃物不同于一般的资源产品，废弃物要实现交易必须满足市场交易的条件。按照有限理性假设理论，交易双方必须要达到自身“满意”的基本条件。一般而言，对于废弃物供应（排放）企业来说，其基本条件是产业共生所发生的处置成本要低于其废弃物按照采取原始填埋或焚烧处置方式的成本；对于废弃物利用企业而言，则要求在政府的扶持政策下利用废弃物能为企业带来所期望的经济与环境效益。通常，对于有较高价值的废弃物，如废纸、废钢铁和有较高价值的副产品，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建立合作关系[13]，然而，在园区存在大量“低价值”的废弃物，无法自发地进入市场流通，仅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其资源化，为此需要政府承担产业共生网络促进者角色，因此，有必要研究其影响因素，以更好地促使废弃物得以循环利用。
2.2 研究思路与样本获取

目前关于产业共生网络影响因素没有相应的量表研究，笔者借鉴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3,6-11]，以及相关专家意见，从经济、技术、信息沟通、社会、法规政策、政治以及企业认知等方面选取影响共生网络的驱动因子和障碍因子。因子选取的原则，是相关文献或专家意见已指出这些因子会影响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为保证问卷问题切合实际和易于理解，首先在相关园区进行小范围的访谈，对问卷表述和问题设置进行了相应修改，再将问卷发给本领域专家进行咨询，最终确立驱动因子25个和障碍因子20个（见表1）。其中，驱动因子是指促使企业开展产业共生项目的因素，障碍因子是指阻碍企业开展产业共生项目的因素。问卷设计采用Likert标准五点量表，按因素的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1为“影响很小”，2为“影响较小”，3为“有一定影响”，4为“影响较大”，5为“影响很大”。
表1 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驱动因子和障碍因子及其统计描述
	驱动因子调查题项
	均值
	标准差
	障碍因子调查题项
	均值
	标准差

	能降低成本，带来商业机会
	4.64
	0.480
	废弃物来源不足，质量不稳定
	4.59
	0.588

	投资、运营成本低
	4.55
	0.499
	处于次要的战略地位，高层重视不够
	4.51
	0.550

	可靠和有效的资源化技术与设备
	4.51
	0.559
	企业共生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与认知不足
	4.40
	0.550

	废弃物供应充足且有保障
	4.44
	0.537
	共生项目投资运营成本高，风险大
	4.35
	0.704

	严厉法律政策的迫使（如填埋禁令、高昂的废弃物处理费等）
	4.40
	0.713
	废弃物供需信息缺乏，缺乏交流平台
	4.26
	0.631

	资源匹配
	4.34
	0.582
	原生资源价格、质量更有优势
	4.13
	0.681

	政府教育培训与资金支持
	4.22
	0.623
	企业规模限制，科技支撑弱
	4.04
	0.505

	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与平台
	4.05
	0.539
	现存法律政策障碍
	4.00
	0.679

	法律政策的鼓励与驱动
	3.98
	0.595
	双方废弃物信息不对称
	3.95
	0.622

	企业实力强，条件允许
	3.83
	0.735
	废弃物填埋处理成本低
	3.84
	0.573

	能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3.70
	0.530
	缺乏共生牵头、协调、促进者
	3.82
	0.685

	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3.64
	0.532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3.75
	0.635

	潜在合作方的信任
	3.62
	0.650
	企业组织与资源管理缺乏柔性
	3.63
	0.607

	行业竞争压力
	3.59
	0.493
	资源化技术缺乏可靠性和有效性
	3.56
	0.518

	日益提高的公众环保压力
	3.58
	0.563
	政府推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考虑不足
	3.53
	0.540

	资源稀缺迫使企业合作（填埋空间、水资源、能源或原材料）
	3.51
	0.603
	当地企业间合作环境缺失，合作风险大
	3.48
	0.568

	共生企业地理邻近
	3.49
	0.511
	废弃物运输成本高
	3.35
	0.642

	核心企业的推动
	3.47
	0.549
	利益关联方参与度不够
	3.23
	0.604

	利益关联方积极参与
	3.42
	0.495
	经济与环境利益分配不公平
	3.14
	0.496

	企业责任意识（如生产商延伸责任）
	3.41
	0.654
	公众对再生产品的误解或抵制
	2.67
	0.630

	企业调动利益相关者的能力
	3.37
	0.563
	
	
	

	已存企业高层间联系网络的推动
	3.31
	0.555
	
	
	

	区域企业间良好的合作氛围
	3.22
	0.454
	
	
	

	能提升企业形象
	2.91
	0.538
	
	
	

	显著的环境效益
	2.61
	0.548
	
	
	

	注：影响因子的选取参照了[3，6-11]等文献 上文已有阐述，删此赘述！


本文调研时间为2016年，调研对象主要为江西省吉安市某几个工业园区内的企业。为促使企业对此调研活动重视，调查问卷以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名义通过邮件或纸质的形式向企业发放，问卷发放的工业园区基本信息见表2所示。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问卷326份，有效问卷272份，有效率为83.44%；调查行业包括医药化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矿产加工与建材、食品加工、造纸、木材加工和纺织等行业。
表2 调查问卷所投放的工业园区简介
	园区名称
	位置
	级别
	园区介绍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西

吉安
	国家级
	包括电子信息、医药化工、食品加工、先进制造、建材、木材加工等企业约500家

	江西省永丰县工业园区
	江西

永丰
	地方级
	包括医药化工、食品加工、木材加工、造纸、金属制品、建材、矿产加工等企业约240家

	江西省吉州区工业园区
	江西

吉安
	地方级
	包括电子信息、化工、先进制造、造纸、医药、食品加工等企业140余家

	江西省新干县工业园区
	江西
新干
	地方级
	包括盐卤药化、机械机电、食加工品、建材、造纸、箱包皮具、灯饰照明等企业约300家

	注：调查园区的选取是由于这些园区正实施循环化改造，笔者参与了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SPSS软件对所收集、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各因素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其中，驱动因素的均值介于2.61~4.64之间，障碍因素的均值介于2.67~4.59之间，说明之前所拟定的因子对企业实施共生项目都存在一定的驱动或阻碍作用；两组因子的标准差都落在0.454~0.735之间，表明调研对象对特定因素影响程度的认识相对较为一致，具用较大的共性。

3.2 因子分析

由于所设置的影响因素很多是从不同角度反映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被调查者对影响因素的某个方面比较关注会影响其对某一类型因素的评价，也就是说某些因素之间存在潜在的相关关系，因此可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将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综合成少数几个反映共性的因子，以判别影响共生项目开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为此，本研究对所得数据进一步开展因子分析。

3.2.1 驱动因子分析

对驱动因素样本数据进行KMO 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KMO检验值为0.769（>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2值为2677.647，自由度df为300，(2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因此认为该样本数据适合开展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方法提取公因子，公因子选取标准是要求特征根大于1.0。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对因子进行旋转，从而从原始数据中获取了6个公共因子，分别记为M1、M2、M3、M4、M5和M6，6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8.449%，即反映25个初始变量68.449%的信息量。经过6次旋转后，得到公共驱动因子荷载矩阵见表3所示。
表3 正交旋转公共驱动因子载荷矩阵
	驱动因素调查题项
	M1
	M2
	M3
	M4
	M5
	M6

	能降低成本，带来商业机会
	0.897
	－0.084
	－0.206
	0.080
	－0.116
	－0.045

	投资、运营成本低
	0.837
	－0.135
	－0.144
	0.085
	－0.041
	0.056

	行业竞争压力
	0.828
	－0.136
	－0.151
	0.020
	0.032
	0.100

	能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0.701
	－0.046
	－0.184
	0.030
	－0.106
	0.013

	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0.690
	－0.086
	－0.130
	0.031
	0.018
	－0.082

	资源匹配
	－0.154
	0.845
	－0.177
	0.007
	0.000
	－0.062

	共生企业地理邻近
	－0.038
	0.833
	－0.042
	0.019
	0.035
	－0.046

	可靠和有效的资源化技术与设备
	－0.131
	0.789
	－0.176
	0.019
	－0.073
	－0.040

	废弃物供应充足且有保障
	－0.186
	0.768
	－0.176
	0.022
	－0.094
	－0.049

	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与技术
	0.004
	0.627
	－0.031
	－0.068
	0.010
	0.007

	严厉的法律政策的迫使（如填埋禁令、高昂的废弃物处理费等）
	－0.257
	－0.201
	0.878
	－0.084
	－0.027
	－0.023

	政府教育培训与资金支持
	－0.227
	－0.123
	0.863
	－0.023
	－0.068
	0.025

	法律政策的鼓励与驱动
	－0.134
	－0.135
	0.816
	－0.034
	－0.042
	－0.020

	资源稀缺迫使企业合作（填埋空间、水资源、能源或原材料）
	－0.293
	－0.183
	0.801
	－0.111
	－0.059
	－0.036

	区域企业间良好的合作氛围
	0.033
	－0.056
	－0.046
	0.822
	－0.025
	－0.019

	核心企业的推动
	0.022
	0.022
	0.027
	0.790
	0.010
	0.109

	利益关联方积极参与
	0.104
	－0.015
	－0.007
	0.789
	0.011
	0.027

	已存企业高层间联系网络的推动
	0.009
	0.008
	－0.048
	0.769
	－0.047
	－0.045

	潜在合作方的信任
	0.042
	0.012
	－0.114
	0.633
	－0.065
	0.039

	日益提高的公众环保压力
	0.040
	0.031
	0.011
	－0.009
	0.882
	－0.014

	企业责任意识（如生产商延伸责任）
	－0.025
	0.015
	0.048
	－0.048
	0.843
	－0.020

	显著的环境效益
	－0.039
	－0.082
	－0.095
	－0.005
	0.843
	0.051

	能提升企业形象
	－0.140
	－0.056
	－0.119
	－0.058
	0.675
	0.036

	企业调动利益相关者的能力
	0.078
	0.005
	－0.106
	0.057
	0.048
	0.879

	企业实力强、条件允许
	－0.060
	－0.156
	0.069
	0.044
	0.001
	0.876

	注：1）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2）旋转法为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 6 次迭代后收敛；3）（请注明下划线代表什么意思。下同


调研问卷的设计咨询了本领域的专家，并通过预试修正了问卷某些部分的内容与表述，因此该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本研究采用克朗巴哈系数（α系数）对6个公共驱动因子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信度分析，其α系数分别为0.874、0.851、0.914、0.811、0.831和 0.713，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根据6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题项描述，将公共驱动因子归纳为：M1经济因素，M2技术与资源因素，M3政策制度因素，M4合作氛围因素，M5环境意识与效益因素，M6企业能力因素。公共驱动因子的含义和贡献率水平见表4所示。
               表4 公共驱动因子的含义及贡献率                             %
	项目
	M1
	M2
	M3
	M4
	M5
	M6

	因子含义
	经济因素
	技术与资源因素
	政策制度因素
	合作氛围因素
	环境意识与效益因素
	企业能力因素

	贡献率
	14.015
	12.856
	12.451
	11.871
	10.872
	6.383


3.2.2  障碍因子分析

采取相同的方法对障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值为0.746 (>0.7)，近似(2值为
2 048.443，自由度df为190，(2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因此该样本数据适合开展因子分析。共提取5个公共因子，分别记为N1、N2、N3、N4和N5，5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69.768%，经过6次旋转后得到公共障碍因子荷载矩阵见表5所示。
表5 正交旋转公共障碍因子载荷矩阵
	障碍因素调查题项
	N1
	N2
	N3
	N4
	N5

	共生项目投资运营成本高、风险大
	0.867
	－0.205
	－0.042
	0.020
	－0.001

	原生资源价格、质量更有优势
	0.856
	－0.167
	0.004
	－0.038
	0.042

	废弃物运输成本高
	0.822
	－0.092
	－0.008
	－0.101
	－0.021

	废弃物填埋处理成本低
	0.794
	－0.075
	－0.026
	0.040
	0.033

	经济与环境利益分配不公平
	0.611
	－0.068
	－0.123
	－0.213
	－0.166

	企业组织与资源管理缺乏柔性
	－0.076
	0.864
	0.011
	－0.062
	0.032

	企业共生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与认知不足
	－0.201
	0.849
	－0.076
	－0.178
	－0.080

	处于次要的战略地位，高层重视不够
	－0.285
	0.809
	－0.111
	－0.103
	－0.096

	企业规模限制、科技支撑弱
	－0.071
	0.786
	0.042
	0.010
	0.055

	废弃物来源不足、质量不稳定
	－0.053
	－0.185
	0.863
	－0.055
	－0.112

	废弃物供需信息缺乏、缺乏交流平台
	－0.052
	0.049
	0.862
	－0.083
	0.026

	双方废弃物信息不对称
	－0.032
	0.139
	0.827
	－0.043
	0.078

	资源化技术缺乏可靠性和有效性
	－0.032
	－0.130
	0.796
	－0.124
	－0.170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0.089
	－0.118
	－0.089
	0.877
	－0.187

	政府推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考虑不足
	－0.137
	－0.045
	－0.011
	0.798
	－0.123

	公众对再生产品的误解或抵制
	－0.079
	0.003
	－0.078
	0.785
	－0.020

	现存法律政策障碍
	0.061
	－0.131
	－0.117
	0.692
	－0.081

	当地企业间合作环境缺失，合作风险大
	－0.033
	－0.011
	－0.096
	－0.142
	0.847

	缺乏共生牵头/协调/促进者
	－0.089
	－0.051
	－0.041
	－0.056
	0.797

	利益关联方参与度不够
	0.049
	0.013
	－0.004
	－0.154
	0.772

	


进行信度分析，5个公共障碍因子的α系数分别为0.868、0.872、0.864、0.817和 0.756，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可概括为：N1经济因素，N2企业认知与能力因素，N3技术与资源因素，N4政策制度因素，N5合作氛围因素。公共障碍因子的含义和贡献率水平见表6所示。
               表6 公共障碍因子的含义贡献率                           %
	项目
	N1
	N2
	N3
	N4
	N5

	因子含义
	经济因素
	企业认知与能力因素
	技术与资源因素
	政策制度因素
	合作氛围因素

	贡献率
	16.763
	14.686
	14.404
	13.401
	10.514


4   研究结果讨论与建议
4.1结果讨论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能降低成本，带来商业机会”“投资、运营成本低”是驱动企业实施共生项目最为关键的因素，也表明企业开展共生项目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如何使废弃物具有相对的经济价值是开展共生项目的前提；“可靠和有效的资源化技术与设备”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企业实施产业共生项目的基础条件，但并不是重要的障碍因素，说明很多废弃物资源化并不缺少相应的技术与设备；“废弃物供应数量、质量与稳定性”是阻碍共生项目开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大多数废弃物之所以成为废弃物，主要原因是不能达到资源化规模；“处于次要的战略地位，高层重视不够”“企业共生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与认知不足”也是阻碍共生项目开展重要的障碍因素，说明企业对废弃物资源化认识还较欠缺。

从表1可知，严厉的控制型法律政策相比激励型法律政策对驱动企业开展共生项目更为有效。从目前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资金与政策扶持是企业开展共生项目重要的驱动因素；但从长远来看，政府更要推行命令控制型政策，如实施填埋禁令、垃圾排放收费制度以及责任严惩制度等，提高企业废弃物处置成本。在英国、德国等国家，政府建立了严格的废弃物排放收费制度，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如早在1975年德国对润滑油征收环境税，使废油从1979年的92万t下降到1989年的约5 000 t。
在共生网络形成过程中，信息的有效性问题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废弃物供需信息缺乏”“废弃物信息不对称”“企业间缺乏信息交流平台”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废弃物变成资源。正如人们常说，“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而如何使废弃物变成资源，信息起到关键作用。例如早在1900年左右，英国就出现了“废弃物交换俱乐部”，目前其成员已超过13 000家英国国家产业共生项目（NISP）承担主体，英国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BCSD-UK）及其所属60多个区域联络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沟通作用[5,14]文献12、13标识何处？！。
目前废弃物作为替代资源，相比原生资源在价格、质量和税赋等方面不具有优势。在中国，以废弃物为原料和以原生资源为原料生产同样产品，由于计算进项税额适用于相同的税率，导致前者税负高于后者；同时，在中国废弃物处理成本低，且很多地方存在利益博弈空间，尚未形成严格的环境倒逼机制。此外，在驱动因素中，环境效益与意识因素，如“显著的环境效益能提升企业形象”等并不是驱动企业开展共生项目重要的因素，说明大多数企业还较少关注环境效益。

对公共驱动因子和公共障碍因子进行对比与整合后，可将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经济、技术与资源、企业认知与能力、政策制度、合作氛围、环境意识与效益6个方面。总体来看，无论在驱动方面还是障碍方面，经济问题都是企业关注的重点；技术与资源因素是开展产业共生的基础条件，因此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如卡伦堡共生体系的发端是当地水资源的匮乏，企业共生以应对地表水短缺问题，而后发展了其他的共生关系[5]；企业认知与能力因素相比技术与资源因素，对于阻碍企业开展共生项目略显重要，说明在谈及障碍因素时企业更关注的是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企业缺乏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废弃物利用处于次要地位、企业高层不够重视等；相对而言，政策制度因素相比于经济、技术与资源来说影响程度略低；此外，合作氛围因素对驱动产业共生项目的开展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4.2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确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共生网络形成模式。经济利益是企业关注的核心，以往由政府规划的共生项目大多过于关注项目的“循环”或环境效益，导致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为此，政府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主要职责是健全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外部环境，引导或驱使企业自发地开展产业共生项目。

（2）创新共生项目运作的商业模式。废弃物自身的特性如供应数量、质量的不稳定性和分布的分散性等是阻碍共生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建议政府和企业创新产业共生项目运作的商业模式，例如，通过填埋税、排污权交易、补贴或其他扶持措施，赋予盈利能力差的废弃物以更高的商业价值；推动区域间废弃物的协同利用，使分散的废弃物能集中运营。

（3）建立企业绿色评价制度，加强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知识与技术培训。目前中国对工业项目采取项目前期的环境评价制度，对企业运营期间的环境与资源利用情况缺少长期的跟踪和评价，因此建议政府对工业企业建立长效的资源与环境绿色评价制度；同时，由于企业对产业共生认知与自身能力不足是阻碍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加强对企业在这方面知识与技术的培训和支持力度。
（4）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健全推动共生网络形成的制度体系。目前原生资源价格未反映资源使用的环境与社会成本，使得废弃物作为替代资源，相比原生资源一般不具有价格和质量的优势，建议政府尽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同时，应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严格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形成资源和环境倒逼机制；此外，地方政府可建立产业共生网络发展基金，用以推动共生网络的发展。
（5）构建区域产业共生网络信息交互平台，发挥非政府组织（NGO）在网络形成中的促进作用。信息交流平台的建立有助于实现区域内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主体间信息的共享，使企业能及时了解废弃物的需求与供给信息，加快废弃物资源化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推动企业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应发挥协会、高校及NGO组织在共生形成过程中的咨询、服务等功能。

5   结论
为更好地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本文探讨了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技术与资源、企业认知与能力、政策制度、合作氛围、环境意识与效益6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是驱动和阻碍网络形成最为关键的因素，为此，政府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自发的实施共生项目；企业的认知与能力因素是共生网络形成的重要阻碍影响，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开展相关知识与技术的培训和支持工作；严厉的控制型政策相比激励型政策对企业影响更大，为此政府应制定更为严格的法规政策，完善企业绿色评价制度，形成促进网络发展的倒逼机制；此外，政府或企业需创新产业共生项目商业模式，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机制，构建区域共生网络信息交互平台等。总之，企业实施共生项目的动机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共性，把握企业关注的诉求点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
本文探讨了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关于影响因素之间结构关系、替代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对系统的稳定性、弹性等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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